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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食品安全危机突出体现着风险社会的来临，而现实的风险和信任结构瓦解造成的恐慌使得风

险社会更具中国自身的特点。我们面临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就是这种风险的集中表现。着眼于结构层面，社
会各阶层应对食品安全危机的方式呈现出结构化和分层的特性;在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时，CSA 社会企业的生
成和生产是社会自救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社会学问题是人们的信任能否重建

和如何重建? 在重新建立信任的过程中，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相互嵌合构成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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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风险不

仅来自难以预期的天灾人祸，不仅来自如贝克所警示的

风险的积聚———生态、金融、军事、恐怖分子、生化和信息
等方面的风险以一种压倒性的方式存在( 贝克等，2010) ，
也以日常化的方式出现在“以食为天”①的国人的餐桌上。
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国，并未改变以食物为取向的文

化特性，这一取向与中国文化本身一样古老。它构成中
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中国人精神气质的组成部分。而
另一方面，传统饮食文化在现代消费主义的刺激下也发

生畸变，追求时尚的炫耀性消费对于中国人而言并不陌

生。某一物种因名贵、珍稀而致使人们孜孜以求不仅会
导致其迅速减少和灭绝，更糟糕的是，有些非“从其类”的
野生动物因人类的口腹之欲或奇特偏好而被摆上餐桌，

却因其携带或传播不明病毒而反噬人类，导致人们遭遇

某种疫病，诸如“非典”时期的果子狸和穿山甲。在“吃得
饱”还是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时，“吃得好”主要应该是吃得

健康、节俭和有益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吃
得奢华、吃得珍稀，更不应吃出“病”来。
食物既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物质条

件，其安全就不仅关系到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同

时也关系到整体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从当今世界范
围看，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食品经济体系的国际化与共

享趋势，由于新农业技术和生物技术带来陌生食物，人们对

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和忧虑也必然日趋增加。
在中国，近些年来一些涉及面广、后果严重的食品安

全事件屡次发生，引起民众广泛焦虑的“三聚氰胺事件”
“苏丹红事件”“皮革明胶事件”“地沟油事件”等等，以及
长期存在的致使人们极度不安却又不知所措的农产品化

肥、农药残留超标问题，还有近年来引起诸多争论的转基因
食品等，更是给消费者带来极大的恐慌和愤怒，一些人甚至

到了谈“食”色变的程度。毋庸讳言，食品安全问题已然成
为中国乃至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治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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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危机最突出地体现着风险社会的来临; 现

实风险和信任结构瓦解造成的恐慌二者叠加使得风险社

会更具中国的特点。社会各阶层应对食品安全危机的方
式呈现出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状态; 在应对食品安全问

题时，社会企业的生成和生产是社会自救方式的体现，在

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的社会学问题是人们的信任能

否重建? 如何重建? 在信任重建过程中，市场是一个重

要的影响因素，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相互嵌合构成了

信任重建的基础。

食品安全危机是进入高风险社会的鲜明标志

“食物”( food) 与人类生存和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休戚相关，因而长期以来“食物与文化”( Food and Cul-
ture) 一直是社会人类学中的一个经典论题。美国哈佛大
学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华琛认为，通过食物这个透镜

( lens) ，几乎可以观照社会和文化特征及其变迁的所有方
面( James Watson，2005 ) 。因为“每个人吃东西都不是单
纯为了活下去”( 阿莫斯图，2005: 34 ) 。一方面，正如 We
are what we eat一书中所说的那样，食物完全有资格成为
了解某种文化的一种微缩景观; 另一方面，吃的种类、吃
的方式、所吃食物的生产和来源都包含着丰富的结构性
的意义，塑造了完整的关于食物世界的体系与秩序( 郭于

华，2011: 322) 。

进入全球化时代的食品经济体系及其相关的政治、

社会、文化意涵更是对人类思考提出了新的挑战。食物
匮乏仍然是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的困境，而如何安全、有
效地饮食更是全世界面临的严峻问题。
( 一) 高风险社会中的食品安全问题

从现实状况来看，中国社会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事

故和事件极大地影响和冲击着消费者的感知和判断，导

致了严重的食品安全信任危机。这可以从普通消费者的
一句调侃中得到鲜明体现: “今天，我们还能吃什么?”以
灿烂饮食文明著称的大国遭遇最严峻的食品安全危机，

可谓“舌尖上的国粹”面临“舌尖上的威胁”。基于这种理
论和经验层面的挑战，置身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

结构转型过程，探讨我国食品安全的结构体系和信任重

建问题，就成为一项重返和重构社会科学经典论题的学

术尝试，更是一种针对当下中国社会不容回避、亟待解决
的民生问题所进行的探索。

提出风险社会理论的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

指出:“风险就是不确定性。处于风险之中就是置身于和
受制于现代性世界之中的方式; 处于全球风险之中就是

21 世纪初期的人类状况。”自然界和作为“人为制造出来
的不确定性”( manufactured uncertainties) 的风险是与人类
共存的。随着人类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的干预范围和深度
的扩展，人类决策和行为可能超过自然风险而成为风险

的主要来源;与此同时，借助现代治理机制和治理手段，

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提高了，但又面临着治理带来的新

型风险，即制度化风险 ( 包括市场风险) 和技术性风险。

风险的结构和特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现代意

义的“风险”并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风险社会”。在贝克
看来，“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风
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

安全感的方式”。不同于 19 世纪主要困扰人类的贫穷风
险，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和高科技风险，晚期现代性的放射

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等风险，其本质使地
球上所有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贝克等，2003: 15 －57) 。

贝克进一步认为:“全球风险的一个主要效应就是它
创造了一个‘共同世界’( common world) ，一个我们无论
如何都只能共同分享的世界，一个没有‘外部’、没有‘出
口’、没有‘他者’的世界。……全球风险开启了一个道德
和政治的空间，它可以孕育一种超越国家边界和冲突的

公民责任文化。”( 贝克等，2010: 209 － 210) 贝克的观念意
味着:在一个全球风险社会中，人类具有共同体性质，部

分人或某些国家、社区都无从置身其外，无路可逃，无处
可逃，唯有承担起减少和防范风险的责任。

在贝克与吉登斯、拉什合著的《自反性现代化》( 贝克
等，2003: 15 － 57) 一书中，他们提出早期现代性解决的是
传统社会的风险，但也产生了新的风险，这些风险的累积

构成晚期现代性的时代与社会的特征。他们还分析了
“有组织地不负责任”( 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 的状况:

尽管现代社会的制度高度发达，关系紧密，几乎覆盖了人

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但是它们在风险社会来临的时候却

无法有效应对，难以承担预防和解决的责任; 就人类环境

来说，亦无法准确界定数个世纪以来生态破坏的责任主

体。各种治理主体反而利用法律和科学为自己的不负责
任进行辩护。贝克在其《风险社会》一书发表两年之后又
出版了《解毒剂》( Gegengifte) 一书，副标题即是“有组织
地不负责任”。他指出，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
盟制造了当代社会中的危险，然后又建立一套话语来推卸

责任。这样一来，它们把自己制造的危险转化为某种“风
险”。“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实际上反映了现代治理形态在
风险社会中面临的困境。
( 二) 中国食品安全危机的结构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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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全球风险社会中的中国食品安全问题具有共同

的和独特的危机性质。作为日常饮食方面的风险，并非
来自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也很难说出于“人为制造出来
的不确定性”，而是源自利益驱动的故意行为和有关部门
“有组织地不负责任”。

就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食品安全问题具有

相当的复杂性和叠加特点。阎云翔指出，从概念范畴来
讲，“食品安全”至少具有三个基本层次和向度: 其一，传
统的食品卫生问题;其二，由于现代化生产、流通、消费方
式所带来的非安全食品问题; 其三，我国独特的“有毒有
害食品”问题( 阎云翔，2011) 。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
在这三个不同层次上产生的不同风险纠缠在一起，组成

了混合型的风险。正如笔者曾经谈及的，生产者同时也
是消费者，即所有的造假者、掺毒者同时也是其他有毒有
害食品的食用者。这种“平庸的恶”具有某种相互性，其
渗透到整个社会肌体，就会造成信任结构的崩塌。而这一
危机，并非仅仅是科学技术和生产、监管所能解决的;它既
是社会、文化的问题，也是制度环境的问题，因而必须从社
会结构与制度层面探讨解决之道。

显而易见，食品安全危机恰恰是贝克意义上的没有

“外部”、没有“他者”的风险，所有人身在其中，无处可逃，

今天是他人的不幸，明天就可能落到自己头上。而此风
险不仅来自未知，更来自信任缺失。尤其是在一个现代 /
后现代社会中，系统信任的丧失，即对体制、专家和正规
渠道信息等系统的信任丧失殆尽，而这种信任缺失会使

人们的风险感急剧提升，甚至陷入恐慌，塔西坨陷阱效应

凸显。然而吊诡的是，风险意识甚至恐慌并不能从根本
上帮助人们化解危机，因为人们并不知晓风险的结构性

原因，也不知道出路何在。在这样一个“风险社会”中，是
否有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社会路径? 生产绿色安全农产

品的社会企业的社会自助与社会自救是否可以奏效? 社

区支持农业( CSA) 的努力能否带来社会信任的重建? 这
种重建是人际信任的复归，还是新社会关系信任的建立?

这些都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

应对食品安全问题呈现出社会分层的结构与特点

吉登斯、贝克等认为，风险社会的秩序并不是等级式
的、垂直的，而是网络型的、平面扩展的，因为风险社会中
的风险是“平等主义者”，即它不放过任何人。风险社会
的结构不是由阶级、阶层等要素组成的，而是由个人作为
主体组成的，有明确地理边界的民族国家不再是这种秩

序的唯一治理主体，风险的跨边界特征要求更多的治理

主体出现并达成合作关系( 杨雪冬，2004) 。
在应对食品安全风险上，消费者通常采取哪些策略呢?

根据公众问卷调查 4 的结果，排在前三位的方式分别是购
买超市绿色食品、老家获取和自行租种，其后有 24. 0%的
人采取海外购买，22. 1%的人通过单位供应，14. 5%的人通
过社会化组织供应，10. 3%的人通过有机集市购买，等等。
仅有 21. 4%的消费者未采取措施。② ( 见表 1)

表 1 食品安全应对措施分布( 多选)

频次 响应百分比( % ) 样本百分比( % )

单位供应 227 9． 6 22． 1

社会化组织供应 150 6． 3 14． 6

有机集市购买 106 4． 5 10． 3

购买超市绿色食品 449 18． 9 43． 7

自行租种 335 14． 1 32． 6

老家获取 386 16． 3 37． 6

农户供应 214 9． 0 20． 8

海外购买 247 10． 4 24． 0

未采取措施 220 9． 3 21． 4

其他 37 1． 6 3． 6

Total 2371 100． 0 230． 6

有效样本数: 1028

从社会结构层面思考食品安全问题是社会学的应有

之义。虽然如吉登斯等所言，风险社会的秩序是平面扩
展型的，是“平等主义”的，但现实中我们不难看到，人们
在应对食品安全危机的行为选择方面却是相当不同的，

或者说是等级式的、分层的。在食品安全状况日趋恶化、
社会保护与解决机制仍未建立的前提下，作为个体同时

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开始了种种“自救”的尝试。在
此，规避食品安全危机的社会分层机制得以显现。
社会分层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为基本和重要的

国情，如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也离不开社会结构的分析

视角。根据陆学艺( 2002) 的研究，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
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当代
中国社会可以分为十大社会阶层。按照大致划分的标
准，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应对和规避食品安

全危机的策略、机制和逻辑有所不同。
其一，单位制解决方式。即单位自建的农产品供应

基地，生产各类蔬菜、水果、粮食、禽蛋和肉类以供应单位
所属人员和食堂。其所使用的肥料、农药等多是有机或
生物性的，种植与饲养都有严格的标准化程序和要求。
这些被称作特供产品的蔬菜、水果和粮食等，都是绿色安
全无污染的食品。③作为一种食品供应体系，特供食品生
产具有其自身的运作机制和风险规避机制，而其最大的

特点就是限定于单位内部，与农产品市场不发生直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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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自然也无法提供覆盖全社会的解决方案。这种在单
位身份范畴内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方式不少见于媒体报

道，但囿于条件限制专门的研究比较少。

其二，中等收入以上阶层的高价购买策略。这种基
于食品市场的解决方案有两种路径，一是在市场上购买

有绿色安全标志的食品，其中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青睐高
价洋货”( 帅满，2013;鲍小东，2011) 。零点公司的一项调
查，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 5 个城市 1059 名
中产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者进行入户访问，36. 6%的受访
者表示有过境外购物经历，在这部分人中还有超过半数

的受访者表示未来还计划进行境外购物; 14. 3%的受访者
表示未来有进行境外购物的计划。北京的受访者对代购
网站的依赖度最高，达到 28%，这其中最想购买的就是
“食品”。④由此可见，对于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中等及以
上阶层而言，他们可以选择用“花高价买洋货”的方式来尽
可能地获得安全的食品，比如婴幼儿奶粉。二是选择某一
专业生产安全食品的社会企业作为长期客户，消费其提供

的绿色安全食品，当然是以高出一般市场价格购买。
其三，农民的“分种”策略。通过调查不难发现，肩负

着城市居民蔬菜、水果和肉禽供应的农民在食物生产的
源头进行了或多或少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分类处理: 即分

种自己吃的和卖给城里人吃的( 王世腾、张超，2013) 。他
们通常在房前屋后种植一小块菜地或少量果木，不打农

药，不施化肥，用于自己消费; 而将大面积种植的通常使

用农药化肥 ( 常常残留超标) 的作物卖到城市农产品市

场。这体现了这个阶层群体面对食品安全风险的一种独
特的生存逻辑和价值伦理。值得注意的是，城市中部分
老家在农村的市民会从老家亲戚手中获得这种安全食品

以满足安全消费的需要。“分种”背后的机制和逻辑值得
进行深入探究。

其四，城市平民的“生产自救”策略。普通市民应对
食品安全问题的方式需在安全健康和可以承受的价格之

间进行平衡，而他们的选择也相对多样。譬如，他们会在
自己的居住地附近、自家小院、屋顶甚至公共绿地开辟小
块园地种植蔬菜，一些市民在自家阳台上、花盆里种植一
些常用的辣椒、蒜苗、葱等佐料性蔬菜，也有培育不需土
地的芽苗菜和利用无土栽培技术种植蔬菜; 还有一些市

民承包社会企业发包的小块田地，自己劳动种植一些绿

色蔬菜或由社会企业代为管理; 他们通常也会在超市中

选择购买价格尚可接受的绿色安全食品，或在周末前往

社会企业和相关组织举办的“农夫市集”进行采购，等
等。⑤这种“生产自救”反映了普通市民阶层应对食品安

全风险的一种生活策略。但显而易见，其作用和效果常
常有限，并不能从根本上满足其饮食安全的全部需要。

其五，城市贫困群体和农民工群体的无所应对。作
为社会下层群体，由于在知情权、知识水平、消费能力等
方面相对弱势，他们应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能力也是最弱

的。这类下层群体通常只能买得起什么吃什么，而很难
顾及食品的质量、营养和潜在危害，即使对他们的孩子也
无法考虑到食品安全是否有保障的问题。⑥特别是在城市
务工的农民工，其流动不定和偏低水准的生活境况更使其

无暇顾及和应对形形色色的食品安全问题。

通过对以上五个阶层群体的勾勒和分析可以发现，

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都以各自的方式应对食品安全问

题。如果将食品安全问题看成是一种社会性的风险，那
么现代社会中的财富分配逻辑已经逐渐转为规避风险的

逻辑( 阎云翔，2011) ，或者说社会地位决定了应对社会风
险的策略。而应对风险的不同机制和逻辑反过来进一步
分割且固化了社会分层结构。对于食品安全问题，这种
分层化和个体化的“自救”方式仅仅是有限地满足了特定
群体的食品安全需求，却不可能从社会系统层面解决问

题，也不可能从根源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而且，它使得

整个社会系统的问题被分割开来，悬置起来，甚至趋于恶

化，出现马太效应。因此，寻求根本上的社会共治和社会
自救之道，就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任务。

社会企业:寻找安全食品的社会自救之路

在上述食品安全危机和社会分层的背景之下，一种

探寻制度化解决路径的努力从社会自身逐渐产生和扩展

起来，这就是专业生产绿色安全农产品的社会企业的发

展。社会力量的加入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食品安全
问题，同时使得社区的发育与社会信任的重建成为可能。

本研究试图从社会企业的角度来探讨立足社会与市场的

危机解决之道。
福山在其《信任: 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

指出:虽然“今天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围绕着经济问题”，但
经济立于社会生活中，若要理解经济，则必须要了解现代

社会如何进行自我组织这一更为宏观的问题，二者不可

分离。人类自组织的共同体是信任生成的园地，而与此
不可分离的是更为内在的市场关系中信任的文化基础，

也就是信任基于何种理念。福山认为: 经济行为是社会
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由各种习俗、规则、道德义务
以及其他各种习惯连缀在一起，塑造着社会。亚当·斯
密对此体悟甚深，经济生活是社会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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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要理解经济行为，就不可能将其与习俗、道德观和
社会习惯分割开来。简言之，它不能与文化脱节。在福
山所分析的各国案例，都表现出“经济参与者互相支持，

是因为他们相信，彼此之间已经构建出一个基于相互信

任的共同体”。而“每一个案例中的共同体都是文化共同
体，基于每一个共同体成员内心中的道德习惯和道义回

报”( 福山，2001: 7 － 13) 。

通常，传统信任与现代信任的区别体现为人际信任

和系统信任。不难理解，现代社会的信任主要来自系统
信任。系统信任是指陌生人之间能够建立起的信任，通
常来自对权威的信任，即对有合法性的公权力的信任; 对

专业体系的信任，即对有专业知识和规范的专家系统的

信任;对规则的信任，即对法律、规则、制度的信任。系统
信任中，对法律、制度的信任最为重要。福山曾指出:“依
韦伯之见，现代经济世界的形成与契约的兴起同样有密

切的关系。产权法、契约和稳定的商业法体系等制度的
发展，是西方崛起的关键所在。如果说规则和契约对现
代商业来说普遍重要，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现代工

厂，规则和契约离不开对信任的需要。”( 福山，2001: 201 －
203)

贝克也指出: 通过个人行动、社区组织和非政府组
织，公众尤其可以对地方性的环境问题产生巨大的影

响———他们既能影响政府，也能影响企业( 贝克等，2010:
208 － 231) 。

面对食品安全问题，当消费者对专家、对市场的信任
趋于瓦解又难寻根本性的解决之道时，一些社会组织以

此为契机涌现出来，在健康食材的生产、销售中发挥着相
当重要的作用。有诸多以生产安全食品为业的社会企业
承担起社会责任，以食品生产和销售为纽带，致力于建立

生产端的生产者自组织和消费端的消费者自组织及其相

互连通。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发挥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进而安全食品的生产与社会信任的重建在一

定程度上并进同行。
( 一) CSA的理念与实践
社区支持农业(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简称

“CSA”) 于 20 世纪 70 年代起源于瑞士，并在日本得到最
初的发展。1985 年以后，社区支持农业在美国大规模发
展起来，CSA泛指把消费者同食物生产更紧密联系的举
措( 陈卫平，2014;戴君玲，2010) 。一般来说，消费者提前
支付一定期限( 通常为一年) 的费用，生产者在年初得到

这笔收入或资本，在收获季节给予消费者新鲜的本地农

产品，中间供应商的环节被抽出 ( P． Fieldhouse，1996;

Cone ＆ Myhre，2000; A． L． MacMillan Uribe，et al，2012;
C． Kaltsas，2015) 。尽管 CSA存在多种不固定的模式，但
它们都遵循五个共同原则:健康生产、承诺、互助、本地化
与直销( 陈卫平，2014) 。

作为一种独特的农业经营和发展模式，CSA 通过安
全食品的生产、供应和享用将农村社区中的农民与城市
社区中的居民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社会利益共同体，

因此，该模式的运作离不开城乡社区邻里和谐关系和组

织载体的构建。而采取社区对接的方式连接生产者和消
费者，也有助于解决 CSA农场消费者分散、营销渠道不够
多元的问题。
中国的 CSA发展虽然还处于初期，但近年来各地的

CSA农场层出不穷，有些已经小有规模，总数超过了 500

家。国内 CSA渐成规模的主要原因在于食品安全问题的
严峻性以及解决乏力，这与国外保护环境、支持农户的侧
重点不太相同。而当食物的商品性消费转变为公民性表
达，消费者群体用购买力构建社会主体和政治行为的新

地带时，未来“食物政治”的基础就此构建 ( De Tavernier，
2012) ⑦

( 二) CSA社会企业的运营模式与客户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 CSA 社会组织由于亲身参与到

安全食品的生产、售卖过程中，对其组织性质的界定就不
再是非营利的“社会组织”，而是“市场 +社会”的社会企
业形式。这种“市场 +社会”的复合型组织，比传统企业
多出的是明确的社会使命，而比非营利组织多出的是创造

利润的能力。在为寻求安全的消费者提供食品的同时，社
会企业是否能通过生产者 －消费者共同体的搭建，重构社
会信任从而承担起社会重建的部分责任? 本研究将以 F
和 L两家社会企业⑧为典型案例探讨其运作模式及制度
逻辑。

1．生产经营模式
F农场位于 B市郊区，创始人可谓国内倡导 CSA“社

区支持农业”的第一人，她参与创立的“小毛驴市民农园”

自成立伊始就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虽然后来出走“小
毛驴”创办 F农场，但其在青年农民和都市消费者中的影
响力依然不减。F 农场目前有 600 多户会员家庭。L 企
业创立之初并非实体农场，运营团队位于东北 D 市，合作
的农户则在邻省负责生产，主营电商模式。创始人因早
年公共事务经历积攒了一大批忠实“粉丝”，这群自称为
“吃三块钱鸡蛋的人”成为其商业和社会探索的消费者与
社群基础。L企业目前的会员数量超过 1000 人。
虽然是在同样食品安全环境下应运而生的社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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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F农场和 L企业仍有各自在实际运作上的特点。其相
似点在于: ( 1) 以企业即市场组织的形式存在，但都有建
立“社会性王国”的志向;同样是预先付费的会员制，同样
致力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端的自组织建设。( 2) 两位领
导者都是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社会资源的公众人物。另
外，除了组织经营模式有所不同，两位领导者不同的社会

理念导向和制度设计方式也形塑了差异化的生产者 /消
费者自组织和企业组织架构。

F农场除了在市郊与一家农户建立合作关系之外，团
队主体在柳村承包了 40 亩蔬菜大棚基地和 220 亩果园基
地。其经营的主要模式是团队 +农户合作社，提前预付、

每周配送的宅配模式是其主干业务。配送份额分两
种———3000 元档的友情团和 8000 元档的铁粉团，每年
4 － 5 月份招募新会员、收取预付费用。不同档位的配送
份额单位价格相差不大，每次会员点菜下单后直接从预

付菜款中扣费，直至扣完为止。生产团队会在年初或季
初制定生产计划，购种、育苗、移栽，蜜蜂和人工结合授
粉，定期打理植株; 有机粪肥和自产沼液施肥，废弃蔬菜

交给厨房或喂猪，购置玉米豆子喂鸡等。

除了宅配业务之外，F 农场也有其他几种业务模块。
第一，食物社区 /共同购买，以团购的形式处理生产的蔬
菜，分社区片区设自提点。第二，劳动份额，每户会员租
种 30 平方米土地，种下喜欢的蔬菜，每周亲自耕种，收成
自取。但这种形式并未形成规模。第三，在有机农夫市
集上常设摊位，但一般都以售卖剩余蔬菜为主。第四，相
应的食育项目，在校园或社区组织自然饮食健康讲座或

实践课程，传播健康生活理念。
L企业以邻省的农民生产合作社作为基础的生产基

地，五百多亩含山坡的田地中养了两万多只鸡、一百头牛
和数十沟蚯蚓，同时种植 495 亩有机玉米。蚯蚓喂鸡( 产
蛋) ，同时作为玉米的有机肥料，玉米收获籽实后秸秆喂

牛( 产肉) ，牛肉及加工产品出售，形成生态农业闭环。L

企业初创时的主干业务是卖鸡蛋，会员用户于年初购买

1188 元的鸡蛋“年卡”，每月得到一盒 30 枚土鸡蛋，一年
发 13 个月的鸡蛋( 多一个月作为运输中破损补偿) 和两
只鸡，相当于两只鸡为一户会员消费者下了一年的鸡蛋。

领导人 XZＲ 称之为“将商品销售转换为服务托管”
( 151119 － ＲT) 。从招募“放牛班”开始，L 企业陆续开展
养牛、养猪等畜养项目，同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作进一步
扩展。⑨

2．日常运营程序:从下单、配送到售后服务过程
F农场日常的宅配业务是从生产和需求数量的匹配

开始的。第一天清晨 6 点，生产团队巡视并预估当天各种
菜品的采摘量，上架到电商平台，供会员消费者下单; 傍

晚，根据消费者实际点菜消费量列出清单。第二天清晨
完成采摘;从大棚采出新鲜的菜品后，配菜团队负责称斤

分份和打包工作;物流团队根据订单信息分配配送路线，

约 600 家会员分市内 3 － 4 条线路，根据不同路线区域完
成菜箱装箱;傍晚物流装车。第三天清晨 5 点出发陆续配
送至会员家中。

从下单到采摘，再到装配和物流，每一趟完整的配送

需要两天。理论上而言，F农场的宅配模式保证了城市会
员吃到当季、当地新鲜的健康蔬菜，同时也使土地上生产
出来的蔬菜能得到及时采摘与销售。但这并不意味着所
有产量都能够得到有效利用，整个运营流程中各个环节

的衔接至关重要，现有产量预估是否准确、会员是否及时
下单、不同蔬菜品类需求不一、是否得当保存等状况都可
能导致供求不平衡或消费体验差等现象。F 农场对于会
员反馈的负面体验，最常采用的措施是解释、道歉并免费
补发一份。

与 F农场不同的是，L 企业主打电商模式，遍布全国
的异省消费者占绝大多数。对于每天“飞来”的全国订
单，第三方订单系统会先把鸡蛋年卡用户和零售消费者

区分开来，合作农户根据不同的发货时间准备产品( 如捡

蛋、杀鸡等) 、包装、装车交给顺丰物流发货，零售产品直
接从货仓发出。在具体的农产品配送环节背后，多方都
在铆劲:企业负责人 XZＲ 在全国寻找高价值农产品和值
得信任的农户⑩，位于 D 市的电商团队为产品设计售卖
形态和包装，同时负责产品上架后的宣传和促销活动、售
后的服务和管理等。
生产、管理团队分属两地增加了沟通成本，使得 L 企

业对产量和需求的把控略失精准，供应不够就下架、供应
过多就“吆喝”促销的运营方式较为常见。然而，负责人
良好的机制设计能力降低了企业可能遭遇的更多风险，

如众多支持型消费者带来的诸多销售渠道，以及通过“消
费者不满意就退钱”、品质问题造成的损失农户承担等售
后规则敦促生产者按合同要求的质量生产。严格品控等做
法是 L企业保证产品质量并赢得消费者认同的重要举措。

3．与社区的对接:消费者有机化的尝试
F和 L两家社会企业都在努力进行市场之外的尝试，

即消费者的有机化过程。由于组织理念、载体和机制等
方面的差异，两家组织在与消费者客户关系方面也存在

较大差异。瑏瑡

F农场:“慢热”的在地参与。F农场致力于推行 C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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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即市场经济行为也应涵盖健康饮食、社区联结等社
会理念。F农场所创立的“大地之子”食育项目就实践了
该理念，该项目也是企业负责人在外界的重要标签。为
了让更多消费者不仅仅是“买菜”，而且认同 F 农场不只
是个“卖菜的”，团队做出了很多努力，具体举措按照参与
程度由浅至深分别有以下几种( 如图 1 所示) :

图 1

由于 CSA本地化概念的限制，F 农场绝大部分消费
者都位于 B市，公共活动以线下的、在地的形式为主。从
线上模糊的个体认知，到线下活动中的实际接触，主动了

解食物生产来源对纯粹经济意义上的消费者已然是不小

的转变。当个体认知变成群体沟通内容，“讨论”也就成
为可能;进而，讨论话题从食物本身，到农场生产事务，再

到可能的社会公共事件，理想的消费者组织结构可能会

逐渐成形。
2016 年 5 月底，F农场召集 11 位会员成立了第一届
会员核心小组，希冀来自各行各业的消费者能更多地参

与农场事务( 生产监督、事务管理、理念传播等) ，“会员与
团队共同治理、协作共赢，实现餐桌安全”( 160430 －核心
小组章程) 。这个被负责人看作是具有“历史性”的举措，

实施不到一年就偃旗息鼓。对此，负责人 SY 认为是消费
者的意识还没发展到成熟阶段的结果。

L企业:线上互动与线下自治的尝试。L 企业的消费
者组织化也是不断试错的探索过程。“培养消费者参与
公共生活的热情”是负责人尝试做消费者共同体的初衷，

他认为通过“对高品质食物的共同追求可能会在社区里
创造出美好的人际交互和健康的公共生活”( 160315 －
ＲT) 。消费者组织化带来的社会资本在融资和购买力等
方面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哺 L企业的市场经营，“只要用
户彼此间动起来，就能为自己创造价值”( ＲT － 150818 ) ，

因此“赚钱”和“公共性”是同等重要的目标。更值得注意
的是，两者在他的机制设计下不仅不会彼此牵绊，而且能

够实现极强的耦合。

一次有意思的组织化的尝试是在 B 市召集本地消费
者，创建线下送蛋小组活动，每人享受年卡折扣优惠 ( 同

时为企业节省物流成本) ，但需要大约 10 人共享一个收
货地址，每月一人轮换着开车为其他小组成员送鸡蛋，期

望能建立基于送蛋的小型公共团体。但由于缺少相应的
约束机制，“送蛋”这个事务性的工作逐渐被小组成员忽
视，他们向 L企业提出“只交朋友不送蛋，仍然发快递”的
要求。起初的聚餐和讨论虽然很活跃，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小组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减弱，“蛋网”未能带来持续
的线下交流互动。
“送蛋”之后，负责人意识到两点教训:一是不再强行
建立线下的组织，无论线上线下，只要是因为某个共同行

为而产生的某种形态或程度的组织，都可以是带有公共

性质的“共同体”( ＲT － 160315) ;二是在组织化过程中，实
务性工作不能缺席，这是保持更高层面互动的基础。

总的来说，虽然 F农场和 L 企业还未形成完整、成熟
的消费者组织形态，但他们致力于通过共同消费健康食

品形成消费者共识，并努力搭建良性的公共讨论平台，这

无疑有益于“Food Citizenship”( De Tavernier，2012 ) 和消
费者社区的形塑。瑏瑢

( 三) 我为什么相信你?

社会企业自身的建立和成长，企业与农户及农村社

区的合作关系，企业与消费者客户的互动和交换关系，都

离不开相互的信任; 在经济 －社会活动中信任关系如何
建立和持续，尤其是在系统信任结构已经严重破损的背

景下如何重建信任是每个企业都面临的挑战，也是社会

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近些年在中国出现的以“塔西佗陷阱”( 耿静，2013 )
命名的公信力丧失后难以重建的困境，在食品安全领域

有突出体现。在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双双弱化甚至瓦解
的情境下，在作为消费者的公众已成惊弓之鸟、什么都不
敢相信的情况下，生产绿色安全农产品的社会企业靠什

么安身立命? 又如何在生产经营的同时培育消费者共同

体? 在前面的陈述中我们大致介绍了团队的运营模式和

建立客户群并促进其自治的努力，问卷调查的数据可从

另一角度展示信任建立的主要影响因素。

比较公众和用户( F农场和 L 企业客户) 对相关组织
的信任程度不难发现，普通公众对于绿色安全农产品生

产企业的信任程度不高，“说不好”、“不太信任”和“完全
不信任”的占比大大超过“基本信任”和“完全信任”( 详
见表 2) 。这样的结果也不出意料。瑏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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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公众与用户对目前 CSA

社会化农产品生产组织信任程度

公众 用户 差值

完全信任 1． 7 8． 6 － 6． 9

基本信任 19． 6 48． 4 － 28． 8

说不好 43． 5 33． 6 9． 9

不太信任 29． 2 8． 3 20． 9

完全不信任 6． 0 1． 2 4． 8

Total 100． 0 100． 0

信任当然也和消费者满意度有关瑏瑤，或者说是在消

费相关农产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详见表 3) 。

表 3 用户总体满意度

频次 频率 累计频率

非常满意 111 32． 7 32． 7

比较满意 177 52． 2 85． 0

一般 48 14． 2 99． 1

不太满意 3 0． 9 100． 0

Total 339 100． 0

作为社会企业客户的消费者选择该企业的产品当然

建立在对其信任的基础上; 我们不妨再具体看看信任主

要来自哪些考量( 详见表 4) 。

表 4 用户对社会组织 /企业的信任程度

非常
不信任

不太
信任

一般
比较
信任

非常
信任

Total

负责人人品 2． 7 5． 0 13． 9 15． 3 63． 1 100． 0

负责人理念 2． 4 4． 1 15． 3 15． 9 62． 2 100． 0

产品认证 5． 3 7． 4 27． 4 20． 4 39． 5 100． 0

种养殖技术 3． 0 8． 6 28． 3 26． 0 34． 2 100． 0

生产组织机制 2． 7 8． 6 24． 2 26． 3 38． 4 100． 0

Total 3． 2 6． 7 21． 8 20． 8 47． 5 100． 0

调查显示，企业负责人的人品、理念是客户信任形成
的最重要影响因素; 产品认证、种养殖技术、生产组织机
制三项处于相当接近的程度，低于前两项的影响。若比
较两个社会企业建立客户信任的机制和特点，可以发现，

企业负责人得到的信任都相当高，虽然他们各自的人格

特点、价值理念以及由此导致的运营方式各有不同。例
如，F农场负责人较多从绿色有机农业的专业角度着眼，

围绕健康消费、环境友好理念与客户互动，通过“食育”等
项目培育团队成员和客户群体的“新农人”“社区支持农
业”等意识。L企业负责人则更多地强调消费者共同体的
存在与自治，期望消费者在共同消费过程中学习公共参

与和公共讨论，成为公民消费者。在信任程度的各项指
标上，两个社会企业略有差异。瑏瑥 ( 详见表 5、表 6)

表 5 用户对社会组织 /企业的信任程度( F农场)

非常
不信任

不太
信任

一般
比较
信任

非常
信任

Total

负责人人品 6． 1 10． 5 17． 5 12． 3 53． 5 100． 0

负责人理念 5． 3 6． 1 20． 2 14． 0 54． 4 100． 0

产品认证 5． 3 8． 8 24． 6 21． 9 39． 5 100． 0

种养殖技术 6． 1 7． 9 22． 8 21． 9 41． 2 100． 0

生产组织机制 4． 4 8． 8 19． 3 25． 4 42． 1 100． 0

Total 5． 4 8． 4 20． 9 19． 1 46． 1 100． 0

表 6 用户对社会组织 /企业的信任程度( L企业)

非常
不信任

不太
信任

一般
比较
信任

非常
信任

Total

负责人人品 0． 9 2． 2 12． 0 16． 9 68． 0 100． 0

负责人理念 0． 9 3． 1 12． 9 16． 9 66． 2 100． 0

产品认证 5． 3 6． 7 28． 9 19． 6 39． 6 100． 0

种养殖技术 1． 3 8． 9 31． 1 28． 0 30． 7 100． 0

生产组织机制 1． 8 8． 4 26． 7 26． 7 36． 4 100． 0

Total 2． 0 5． 9 22． 3 21． 6 48． 2 100． 0

从社会企业信任关系建立的过程来看，人格魅力、价
值理念、制度机制，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三者并非
各自独立地起作用。人品人格除了呈现为比较外在的学
历、经历、广告效果以外，许多是通过所作所为得以呈现
的。理念则除了负责人有意识地表达外，还需要通过他
们所做的事情和建立何种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体现出

来。比如有的企业负责人着力于规则、机制的建立，有意
识地减少个人因素的作用，期待企业的运作依靠法治而

非人治，或许功效难以成于一时，但这种有意识地探索和

努力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人格魅力、价值理念、制度机制
在企业运行过程中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加上互联网带来

的全新互动方式与传播作用，新的信任关系曙光初现。
这种对社会主体的信任不同于传统的人际信任，也不同

于现代的系统信任，但却融合并转化了二者的社会结构，

可以说是一种在原有信任结构瓦解的背景下，基于对自

主判断和新社会联结的自信，并通过互联网而形成的新的

社会信任。当然这一新的社会信任关系尚处于不断生长演
化中，或许也同时处在变形幻灭中。通过生产和消费健康
食品的社会行为建立新信任关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结论与讨论:社会信任的

重建与自治社会的生长

通过以上对相关社会企业的生产过程、销售配送环
节、组织结构、对接社区的方式、客户信任建立等方面的
分析，我们可以大约看到新社会信任生成的过程、效果和
困境。有两点发现颇耐人寻味:

81

安全食品的生产与社会信任的重建: CSA社会企业的探索之路



其一，价值、理念的认同是产生信任的重要条件。这
里有关食品安全和共同消费的理念并非只是作为知识和

观念的存在，它们是在社会企业和消费者共同体的实践

中体现并生成演变的，是互动和行动的产物; 也是人格魅

力、价值理念、制度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二，互联网经济对新媒体技术的使用则是建立信

任的全新途径。人们为何对未曾谋面或了解有限的社会
企业产生信任? 为何认同其价值理念? 领导者的人格魅

力如何为消费者所知? 作为虚拟社区的互联网在现实社

区的形成和演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连

接生产组织和消费者的主要平台，即在生产、订购、配送、

售后、品控等方面起着主渠道作用，而且是新的信任结构
形成的途径。在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都面临危机的情境
下，基于虚拟社区建立的信任尤其值得深入研究。
上述两个社会企业的自我定位十分明确，他们都将自

身定义为企业组织。这里有一个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社
会企业的本质属性是社会还是市场? 社会与市场在信任建

立过程中是什么关系? 哪一维的作用更为重要?

人的经济活动嵌入于社会关系，是社会科学研究中

经久不衰的重要命题。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兰尼早在
对 19 世纪英国史的考察中就提出“能动社会”( Active
Society) 的概念。他认为，人类的经济生活原是嵌于非经
济的制度和社会关系之中的。而当市场逻辑全面渗透于
人类生活时，与市场扩张相抗衡的则是社会的自我保护

运动:面对市场的侵蚀，社会本身展开动员，产生出各种

社会规范和制度安排，诸如工会、合作社、争取减少工作
时间的工厂运动组织、争取扩大政治权利的宪章运动，以
及政党的初步发展等，以此来抵御和规制市场。这种对
市场过程做出积极回应的社会就是“能动社会”( 波兰尼，
2007) 。不难理解，波兰尼是站在社会本位立场对市场持
防范和规制( regulation) 态度的。

在讨论有关信任问题时，福山引出社会学家詹姆

斯·科尔曼( James Coleman) 的“社会资本”概念，即群体
或组织内部的人们为了某些共同目标而合作的能力。这
类结社的能力取决于共同体内规范和价值共享的程度，

并且它能让个人利益服从全体利益，进而价值共享缔造

信任，而信任则具有巨大的且可衡量的经济价值 ( 福山，

2001: 10 － 11) 。如若“社会资本”匮乏，则导致相反的过
程:信任关系难以建立，经济运作成本上升，市场活力严

重不足。在健康的市场经济中，应该有足够的社会资本
支撑整个社会，使企业、公司、网络组织等等能够自行组
织起来。这种自我组织习性也正是使民主政治体制顺利

运转的必要条件。只有建立在民众自治之上的法律，才
能将自由制度转化为有序的自由( 福山，2001: 330) 。
在相关的理论脉络上，我们希望以生产安全食品的

社会企业实践为例，进一步探讨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及其

在信任重建过程中的作用。首先，我们所理解的能动社
会的概念并不是要否定市场经济，而是反对市场化 /商品
化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人类生活唯一的组织原

则。有关嵌入性的问题，与其强调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嵌
于非经济的制度和社会关系之中，不如将其理解为市场

与社会的相互嵌入 ( inter － embedding) 。从发端来看，人
类部落社会( 初民社会) 时期的社会交换是从经济交换开

始的，是为生存和发展的需求而进行的物品的交换、礼物
的交换甚至是婚姻的交换。或者毋宁说，人类早期的交
换活动很难分清是经济性质还是社会性质的活动( 莫斯，

2005) 。而今天的社会企业实为采用市场与社会并驾的
方式，并且立足于市场经济。
社会信任的建立和维系与一个社会中人们的契约意

识密切相关，而契约意识始于经济活动和市场秩序，即有

法律保证的市场经济。福山对经济活动的理解也是从现
代社会如何进行自我组织这一角度展开的:虽然“今天所
有的政治问题都围绕着经济问题”，但“经济立于社会生
活中，若要理解经济，则必须要了解现代社会如何进行自

我组织这一更为宏观的问题，二者不可分离”。福山进而
指出，“社会资本根植于文化，它是信任的熔炉，是一个经
济体健康与否的关键”( 福山，2001) 。不难判断: 比较健
全的法治和比较健康的社会是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行的

基础与条件。我们同样可以将这一判断用以理解社会信
任重建过程中市场机制与社会组织的相互嵌合。
通过 CSA社会企业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自救努力，

探讨风险社会中社会信任重建的可能性与困境，本研究

尚处初始阶段，有太多问题需要在深度和广度上努力拓

展。信任来自何方，单位? 市场? 还是社会? 它们之间如
何互嵌与互动? 信任与市场经济、法治秩序和道德秩序
的关系如何? 社会企业的实践为我们回答这些根本性的

社会学问题提供了材料和视角，也打开了更为广阔的探

索空间。

①《汉书·郦食其传》:“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
②现实中每位消费者都可能采用不止一种应对方式，1028 位消
费者总响应数为 2371，说明平均每位消费者采取了至少 2 种
应对方式。

③相关情况可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供体制”维基百科( ht-
tps: / / zh． wikipedia． org /wiki /% E4% B8% AD% E5% 8D%
8E%E4%BA% BA% E6% B0% 91% E5% 85% B1% E5%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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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E5%9B%BD%E7%89%B9%E4% BE%9B% E4% BD%
93%E5%88%B6) ;《“特供”不除，食品安全永无保障》( ht-
tps: / /www． weibo． com / ttarticle /p / show? id = 2309404194060
9979125) 。笔者也曾参观过某单位食品生产基地，解决食品
安全问题的单位制方式是确实存在的。

④《近三成北京中产依赖代购》，北京晨报网，2012年8月22日。
⑤参见《食品安全引发民众自种蔬菜 阳台房顶成菜地》( http: / /
www． chinanews． com /sh /2011 /05 － 24 /3060968． shtml) ; 《食品
安全问题催生都市种菜族》( http: / /www． biodiscover． com /
news /politics /85271． html) ; 《包地种菜: 还自己安全的餐桌》
( http: / / finance． ifeng． com /news /20101130 /2977320． shtml) 。

⑥清华大学媒体与儿童健康研究课题组: 《都市边缘的饮食行
为与健康观念:一项对北京农民工子女饮食文化的人类学研
究》，2004 年 8 月。( 本研究中文未正式发表)

⑦⑨瑏瑡瑏瑢颜青琪:《安全食品的生产与社会的生产———两个社
会企业的比较研究》，清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年。

⑧基于企业具体组织形态的差异，本文以下称“F 农场”和“L
企业”。

⑩除鸡蛋有固定合作的农业基地外，其他零售农产品和附属产
品生产单位相对灵活，地域也较为分散。

瑏瑣如果将信任视为连续变量，与被访者类型( 即公众还是用户)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p ＜ 0. 000。两类用户平均信任度为
3. 55( 0. 810) 和 2. 82( 0. 874) 。

瑏瑤二者简单相关系数为 0. 2997，p ＜ 0. 000。
瑏瑥F农场和 L企业获得用户信任的内容和方式略有不同，需要
更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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